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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选用中国2004-2019年30个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指标测度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通过莫兰指数刻画了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性，并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外资进入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周边相邻地区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异质性分析得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要比东部更显著。研究结论对鼓励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合理高质量的吸引和使用外资，建立更开放的新型经济体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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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lev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FDI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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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elects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4-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ortray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evel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Moran index, and constructs a spatial Durbin model using spatial weight matrix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evel on FDI location cho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evel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ve positive spatial auto correl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evel not only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ntry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e region,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the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evel on FDI location choi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in the east.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encourag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ttracting and us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asonable and high-quality manner, and establishing a new and more ope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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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爆发，人工智能作为引领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在5G、物联网、区块链和云计算的融合作用下，与实体经济协同向纵深发展，旨在推动产业智能化，从“中国制造”迈入“中国智造”。世界上部分主流国家把人工智能的地位上升至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我国也相继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2020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达3 031亿元，同比增速15%，人工智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位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已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新动能。2022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明“更高水平的开放将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更多的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正在持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促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2021年中国外资流入再创新高，实际利用外资额11 493.6亿元，同比增速14.9%，然而在国际引资竞争和要素成本上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面临着“外资逃离”的风险，围绕着“六稳”和“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进行工作部署，力争实现外资的“稳存量，扩增量”。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力量能否促进外资流入，实现外资的保量增质？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就人工智能和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就此两方面展开：
其一，1956年“人工智能”一词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被首次提出，到如今21世纪它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这个“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为不同产业的发展赋能，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无论是与传统产业还是与新兴产业都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任保平等）[1]，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程承坪等）[2]。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学术界尚未统一，围绕人工智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两方面。一方面，韦东明等[3]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就制造业来说，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两条路径促进了制造业合理化和高级化（付文宇等）[4]；而且随着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会对制造业企业地理位置的分布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激励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更加集聚而使传统型企业更加分散（王林辉等）[5]，这是因为中国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同时大幅度增加，传统型产业只能选择外迁，但高技术制造业受此影响较小（Bao et al）[6]；郑洁琼等[7]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高级的生产要素，调整了制造业的生产要素结构，甚至还带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姜伟等）[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改变了就业结构，技术岗位人员数量和收入增加，生产人员的规模则减少[9]；在短期内，人工智能代替了一般劳动力，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DeCanio）[10]，这种抑制作用在第一产业体现的最为显著（钞小静）[11]；孙早等[12]发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后，中高端收入的劳动力人群工资水平提升的会更容易；相反，对低收入人群而言，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要低于中高收入者，这样就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周广肃等）[13]。
其二是关于对影响外资区位选择因素的讨论，Dunning[14]是集大成者，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FDI区位选择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FDI进入东道国的过程中，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缺一不可。首先，从成本角度来说，土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会影响FDI的区位选择，例如朱文涛等[15]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土地价格的大幅度提升会抑制当地和地理位置相邻城市的FDI流入；谷媛媛等[16]研究了2006-2013年省级数据，实证检验得出国际人才的流入影响FDI分布且存在区位差异；王立平[17]等指出，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对FDI的规模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在区域内的结构差异对FDI区域分布影响要明显高于人力资本质量（周均旭等）[18]；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的影响强度要大于其他因素（姜巍等）[19]。其次，有些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视角聚焦在产业聚集上，Blanc-Brude et al[20]发现地级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越临近，形成了城市聚集群之后会更有利于吸引FDI流入；王硕等[21]运用系统GMM模型分析了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聚集效应，发现了产业内的聚集效应产生的正向影响要大于产业间的聚集效应；反之，若是母国产业集聚效应大也会吸引东道国的跨国投资（王疆）[22]。最后，制度因素等“软环境”也会影响FDI区位选择，彭如霞等[23]实证发现创新政策实施后显著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且政策的制定越向制造业倾斜，就越有利于制造业FDI 的流入（陈艳莹等）[24]；另外，环境规制（Derek等）[25]、心理距离（杨达等）[26]、市场潜力（周犀行等）[27]和数字经济（鲁玉秀等）[28]等也是影响因素。
结合上述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FDI区位选择的文献相对较多，然而鲜有文献研究人工智能对吸收FDI的影响，而FDI在区位选择上也越发注重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检验人工智能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机制，通过剖析具体的传导路径丰富了现有的相关内容。二是研究人工智能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尚未出现，本文通过建立静态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三、理论机制和假说
（1）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影响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
1.成本效应
随着人口红利的丧失，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后可以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替代部分的劳动力要素，缓解工资上升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而FDI区位选择最先考虑的就是生产成本[29]，生产成本的下降会吸引更多的FDI流入。企业在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使用更高效的自动化设施并且将新兴技术融入到生产中，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此时效率寻求型的FDI会进入市场。人工智能运用了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挖掘技术，实现了更精准服务和信息匹配，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交易成本，FDI更倾向于这种投资便利化的地区。互联网的建设打破了地域间信息壁垒，给外资进入搭建了信息交流的平台，增加了信息量和信息传播范围，降低了外资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提升了外资进入的意愿。人工智能还助力智慧物流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冰山成本”。因此，生产、交易、信息和运输成本下降对效率寻求型的FDI更具有吸引力。
2.技术创新效应
有数据表明，近三分之一的颠覆性创新成果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在技术创新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下衍生出了多样式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构成了创新生态圈，其作为一项前沿技术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了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吸引技术寻求型FDI流入。根据垄断优势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是看中了东道国企业比其他同质企业更具垄断优势，以智能化手段助力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产生的“鲶鱼效应”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其更具备垄断优势。因此，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会促进技术寻求型FDI的进入。但是，与此同时，技术创新造成了竞争的加剧，企业之间内卷化，外资进入后所面临的市场压力大，门槛提高，在内资企业发展壮大后会导致外资企业进入市场时所占市场份额减少，可能会“挤出”外资，造成外资“出逃”。
3.消费升级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选址时，他们更倾向于市场活力充足和消费规模大的地区。我国人口基数大，消费潜力尚未释放完全，人民消费需求还没有充分利用。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应用，新型消费模式涌现，基于创新扩散理论，人们接受了智能化产品后使得“智能消费”迅速发展，衍生的各类智能产品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再加上居民收入提高，物质生活富足，消费需求向多元化发展，他们对新型智能消费的需求更加迫切，各大电商平台的持续发力突出了消费者的主导地位，拓宽了消费者的消费渠道，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型消费模式使人们获得了价值满足，激发了人们消费潜力。而且，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加算法满足了私人定制的需求，精准营销，抓住消费者痛点，消费市场活力增强，不断扩大的内需吸引了更多的市场寻求型FDI流入。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了企业经营的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了地区的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消费领域，激发了消费市场活力，从而吸引了效率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FDI的流入。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能够积极促进FDI的流入。
（2）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影响FDI区位选择的空间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受到邻近地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一方面，由地理学第一定律理论可得，越邻近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高的地区其外资流入增长的越快。人工智能存在技术扩散，本地区技术提高对周边地区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形成了空间集聚，相邻地区交流联系紧密，可以互相学习、优势互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吸引效率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FDI流入，实现互利共赢好局面。另一方面，经济地理位置相邻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趋同，地区间形成了空间竞争，本地区的外资可能会被邻近地区挤占代替，使得本地区外资流入减少。当一地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发展领先时，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将本该流入邻近地区的资源掠夺过去，导致邻近地区外资流入量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在空间上，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可以影响FDI区位选择，但是影响方向要取决于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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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
四、研究设计
变量定义以及数据说明
（1） 模型构建
1.静态面板模型
本文首先构建了静态面板基准模型，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影响，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代表i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i省t年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代表控制变量；为省份个体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2.空间面板模型
鉴于人工智能对FDI的影响还存在空间效应，本文构建了空间视角下人工智能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计量模型：
   
           
其中：为空间自回归系数；为空间地理经济权重矩阵；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和控制变量；是空间误差自相关项；为自相关系数；是随机干扰项。当≠0；=0且=0时，空间计量模型为SAR（空间自回归模型）；当=0；=0且≠0时，空间计量模型为SEM（空间误差模型）；当≠0；≠0且只有=0时，空间计量模型为SDM（空间杜宾模型）。
（2） 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lnfdi）
本文选取各省实际使用外资额衡量FDI水平，利用当年美元平均汇率将以万美元为单位计价的外资额折算为人民币，并取其自然对数得出数值。
2.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技术水平（AI）
本文借鉴耿子恒等[30]测度人工智能指标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构建了三个维度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准备度以及产品产出能力，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选取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产业准备度细化了5个指标，分别为设备、人才、传输能力、接收能力和计算能力准备度，具体为（1）设备准备度采用机器人安装量，其原始数据出自国际机器人联盟（IFR），由于IFR数据库是国家-行业层面的数据，因此参照芦婷婷等[31]的思路，计算各个省的机器人安装量，公式为，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j为行业；表示t年j行业机器人安装量总和，为i省t年的就业人数，表示t年全国的就业人数总和。（2）人才准备度采用软件开发人员从业人数表示。（3）传输能力准备度采用长途光缆数表示。（4）接收能力准备度采用互联网用户数表示，因为信息接收需要依托互联网。（5）计算能力采用家用计算机台数表示，因为计算机是实现算力的必备条件；产品产出能力包括两个指标：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和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工资水平。本文构建了3个维度，细分8个指标衡量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且都为正向指标，各省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指标建构如下表1所示。
表1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指标体系
	综合指标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指标解释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信息技术服务基础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产业准备度
	设备准备度
	机器人安装量

	
	
	人才准备度
	软件开发人员从业人数

	
	
	传输能力准备度
	长途光缆数

	
	
	接收能力准备度
	互联网用户数

	
	
	计算能力准备度
	家用计算机台数

	
	产品产出能力
	人工智能产出水平
	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工资水平



本文对细化的8个指标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发现KMO值为0.741，指标间不存在共线性，说明数据具有效度，可确定两个主成分，经过处理后得出主成分得分，据此计算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指数。
3.控制变量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为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文本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1）产业结构（ind）。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度量，FDI主要流向是制造业，因此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吸收的外资就越多。
（2）对外开放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各省的GDP的比重来表示，因为对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市场自由化程度越高，吸收外资的能力就越强。
（3）环境规制（er）。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表示，因为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增加治污投入，外资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会造成外资出逃。
（4）地区规模（scale）。用各省年末总人口取对数表示，因为地区规模越大，吸引的FDI就越多。
由于部分省份数据缺失，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的数据统计口径与其他省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最终选取2004-2019除港澳台、西藏之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自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以及EPS统计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外商直接投资（lnfdi）
	480
	14.365
	1.695
	7.990
	16.932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AI）
	480
	2.000      
	0.792
	1.047
	7.376

	对外开放度（open）
	480
	0.318
	0.371
	0.013
	1.676

	产业结构（ind）
	480
	43.526
	8.274
	16.200
	62.000

	地区规模（scale)
	480
	8.177
	0.750
	6.289
	9.433

	环境规制（er）
	480
	0.446
	0.382
	0.172
	3.098



五、实证分析
（1）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直接效应
本文首先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其中，第（1）列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0.437，显示在1%的水平上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流入是显著正相关的。在仅加入open这一个控制变量时，系数为0.487，显著水平维持在1%，说明人工智能技术积极的促进了外资流入。在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440，始终为正并且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1，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FDI的流入也在增加，控制变量的回归也十分显著，而且影响方向非常契合我们选择控制变量时的设定，只有环境规制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
表3  静态面板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VARIABLES
	lnfdi
	lnfdi
	lnfdi

	AI
	0.437***
	0.487***
	0.440***

	
	(0.000)
	(0.000)
	(0.000)

	open
	
	0.476*
	1.045***

	
	
	(0.085)
	(0.001)

	er
	
	
	-0.325***

	
	
	
	(0.001)

	rk
	
	
	2.661***

	
	
	
	(0.000)

	ind
	
	
	0.016**

	
	
	
	(0.045)

	Constant
	13.492***
	13.239***
	-9.145

	
	(0.000)
	(0.000)
	(0.107)

	Observations
	480
	480
	480

	R-squared
	0.163
	0.169
	0.225

	Number of code
	30
	30
	3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

（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空间效应
1.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前，首先验证数据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本文使用莫兰指数（Moran’s index）判断FDI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通过莫兰指数观察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和FDI的聚集特征。以FDI为例，其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i省的外商直接投资，n为所研究的30个省份之和，是样本均值，是样本方差，是空间权重矩阵，同理可得到AI的莫兰指数。本文借鉴邵帅等[32]构建了空间经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1），是基于各省份的经纬度和人均GDP的均值得来的，不仅将地理距离纳入考虑，而且兼顾了经济因素在区域间的影响，能够更为客观的表示空间自相关性。关于lnfdi和AI的莫兰指数见下表4。全局莫兰指数的取值一般为[-1,1]，当指数大于0时，说明各省份FDI的空间自相关性为正，即高水平FDI省份是相邻，低水平FDI相邻；反之，当指数小于0说明空间自相关性是负向的，高水平FDI周围的城市FDI水平低。根据2004-2019的莫兰指数表可知，FDI的莫兰指数指数一直为正，p值皆为0，而且Z值均大于2.58且为正，说明FDI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状况，区域分布是高-高、低-低聚集的。此外，莫兰指数随时间变化大体上是递减的，空间聚集在减小，这是因为地区间壁垒会伴随年份而减小，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使得各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降低。同理可知，AI的莫兰指数一直都显著为正，且后面年份显著性变大，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也是高-高、低-低聚集的，总体趋势是递增的，符合技术扩散理论，距离相近的地区，技术扩散的越明显。这说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空间聚集性上升，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表4 经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FDI和AI的莫兰指数
	年 份
	lnfdi
	AI

	
	Moran’s I
	Z
	Moran’s I
	Z

	2004
	0.391***
	4.974
	0.097**
	1.788

	2005
	0.389***
	4.980
	0.093**
	1.654

	2006
	0.386***
	4.979
	0.118**
	2.037

	2007
	0.386***
	4.963
	0.102**
	1.810

	2008
	0.384***
	4.524
	0.110**
	1.893

	2009
	0.325***
	4.234
	0.124**
	2.061

	2010
	0.303***
	3.978
	0.176***
	2.757

	2011
	0.271***
	3.626
	0.207***
	3.180

	2012
	0.260***
	3.507
	0.200***
	3.155

	2013
	0.248***
	3.368
	0.176***
	2.722

	2014
	0.241***
	3.295
	0.207***
	3.149

	2015
	0.260***
	3.530
	0.227***
	3.308

	2016
	0.251***
	3.502
	0.226***
	3.290

	2017
	0.246***
	3.396
	0.220***
	3.238

	2018
	0.191***
	2.780
	0.216***
	3.190

	2019
	0.224***
	3.041
	0.181***
	2.733


注：**、***分别表示在5%，1%上显著
全局莫兰指数体现的是变量整体的空间情况，本文还考虑了局部的不典型性，分析了单个年份的局部莫兰指数，可以更直观的观察到哪些地方存在空间聚集。FDI局部莫兰指数是全局的分解，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和表示i和j省权重矩阵标准化后的属性值，AI的计算也同理。
由图2可知，2004年和2019年的局部莫兰指数都集中在第一、三象限，呈现正相关的空间聚集特征，高水平FDI地区周边地区的FDI水平也很高，低水平FDI周边地区的FDI水平也较低，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省份数量较平均。而从图3来看，2004年和2009年AI技术水平较低的地区在空间上更加邻近，数量上明显多于高-高聚集的省份。其中，浙江、广东、山东、福建的FDI与AI水平都是在高-高聚集的省份当中，说明AI水平高的地区，FDI水平也高。
[image: 067274f8607424e3962c066ef17a3e7]
[image: e130767e0a004a197537f9846b59990]
图2  2004和2019年FDI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image: 35f2cbaf38ce004d953c1a50199bbcd] [image: 8f40d017dd8a806449385d16ae23ab6]
图3  2004和2019年AI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2.空间面板模型类型的选择
常见的空间面板模型有四种，本文依次进行了LM检验、LR检验、Wald检验与Hausman检验，以便选出最为匹配的空间模型，结果见表5。首先对普通OLS回归，利用得出的残差进行LM检验（Lagrange Multiper），结果显示LM error和LM lag都显著，变量具有空间属性，适用空间计量。然后，LR检验和Wald检验都强烈显示SDM不可退化为SAR和SEM，应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而Hausman检验接受了原假设，应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表5 空间模型选择的检验结果
	
	指标
	statistic
	P值

	


LM检验
	Spatial  error

	
	Moran’s
	7.491
	0.000

	
	LM
	51.191
	0.000

	
	Robust
	0.489
	0.484

	
	Spatial  lag

	
	LM
	99.914
	0.000

	
	Robust
	44.212
	0.000

	LR检验
	SDM是否退化为SAR
	16.96
	0.004

	
	SDM是否退化为SEM
	26.83
	0.000

	Wald检验
	SDM是否退化为SAR
	14.85
	0.011

	
	SDM是否退化为SEM
	19.36
	0.002

	Hausman检验
	Chi2（5）
	0.85
	0.974



3.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在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由第（1）列可知，人工智能技术对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人工智能的发展显著增加了FDI的进入，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各省的资源得到充分配置，伴随着技术进步，创新能力的增强，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来此投资，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假设1。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系数即rho显著为正，说明了周边地区外资的增加会对本地区的外资带来联动影响。第（2）-（4）列是溢出效应的分解，直接效应反映了各变量对本地区FDI的作用效果，第（2）列表明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FDI是起到显著促进作用的，系数为0.296，第（3）列是间接效应反映了AI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周围经济地理距离相邻的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为0.468，要略大于对本地区的影响，这说明假设2中的互补效应比替代效应强，空间竞争小于空间集聚，并没有挤出外资，这也符合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各地区充分利用地区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良性竞争与优势互补，在发展中实现各地区相对平衡，也说明FDI的流入还有待提升。第（4）列是总效应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对所有地区的FDI都呈显著的正相关作用，除环境规制外，其他变量皆为正向促进，符合理论预期。
表6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影响的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VARIABLES
	lnfdi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AI
	0.279***
	0.296***
	0.468**
	0.765***

	
	(0.000)
	(0.000)
	(0.019)
	(0.000)

	open
	0.519**
	0.561**
	1.656**
	2.217***

	
	(0.050)
	(0.025)
	(0.012)
	(0.001)

	er
	-0.244***
	-0.246***
	-0.370
	-0.616

	
	(0.010)
	(0.007)
	(0.330)
	(0.124)

	rk
	1.077***
	1.055***
	-0.613*
	0.442

	
	(0.000)
	(0.000)
	(0.087)
	(0.378)

	ind
	0.008
	0.010
	0.039
	0.049*

	
	(0.282)
	(0.200)
	(0.131)
	(0.082)

	rho
	0.530***
	
	
	

	
	(0.000)
	
	
	

	Constant
	3.083*
	
	
	

	
	(0.069)
	
	
	

	Observations
	480
	480
	480
	480

	R-squared
	0.652
	0.652
	0.652
	0.652

	Number of code
	30
	30
	30
	30



六、稳健性检验
（1） 替换空间权重矩阵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验证空间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考虑到权重矩阵会影响检验，本文替换了空间权重矩阵重新回归，由空间经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1）改变为空间邻接矩阵（W2）和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W3），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除系数的大小有不同，显著性水平和影响方向并未改变，和原回归结果相符，进一步验证了假设的稳健性。
表 7 改变空间权重矩阵后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空间邻接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VARIABLES
	lnfdi
	Wx
	lnfdi
	Wx

	AI
	0.221***
	0.349***
	0.196***
	0.392**

	
	(0.002)
	(0.001)
	(0.007)
	(0.038)

	open
	0.420
	0.814
	1.103***
	0.168

	
	(0.177)
	(0.120)
	(0.000)
	(0.845)

	er
	-0.179*
	-0.058
	-0.160*
	0.114

	
	(0.054)
	(0.722)
	(0.088)
	(0.613)

	rk
	1.209
	0.678
	1.094***
	1.852*

	
	(0.136)
	(0.674)
	(0.000)
	(0.073)

	ind
	0.011
	0.044***
	0.006
	0.056***

	
	(0.163)
	(0.001)
	(0.432)
	(0.006)

	rho
	0.260***
(0.000)
	0.437***
(0.000)

	
	
	

	Observations
	480
	480
	480
	480

	R-squared
	0.567
	0.567
	0.637
	0.637

	Number of code
	30
	30
	30
	30



（2） 分地区异质性检验
本文参照统一公布的东中西地区划分，观察样本30个省中11个省位于东部，8个省位于中部，11个省位于西部，然后采取空间分样本回归以检验区域间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第一，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产生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别。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提升并没有对其地区FDI流入量产生显著的作用，很有可能是因为本来东部地区凭借高级化的人力资本结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就吸引了大量的FDI，根据边际效用递减，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升对东部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相对就较小。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则与之相反，中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估计系数较中部也明显更大，这可能是中部有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进步，本地区拥有了明显能吸引FDI进入的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弥补了西部地区因发展落后，市场开放性不高造成FDI流失的不足，这对产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也是利好的，因此，不断发展中西部地区的人工智能水平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第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影响FDI区位选择的空间效应在不同地区也不同，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不显著，因为东部地区各省实力都很强劲，发展很平均，在合作上的需求动力不是太大；西部地区发展都较落后，因为地区之间交流合作有局限性，所以人工智能技术对其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中部地区是推动东西联动、畅通双循环的关键，区域合作需求大，而且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人工智能水平提升对中部地区FD流入产生了最为显著的正向空间聚集效应。
表8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影响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样本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VARIABLES
	lnfdi
	lnfdi
	lnfdi

	AI
	-0.028
	1.178***
	0.569**

	
	(0.555)
	(0.000)
	(0.016)

	WxAI
	-0.092
	1.953***
	-0.564

	
	(0.343)
	(0.003)
	(0.142)

	控制变量
	Y
	Y
	Y

	City
	Y
	Y
	Y

	Year
	Y
	Y
	Y

	rho
	-0.523***
	-0.321**
	-0.551***

	
	(0.000)
	(0.045)
	(0.001)

	Observations
	176
	128
	176

	R-squared
	0.258
	0.131
	0.356



七、研究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用2004-2019年30个省级层面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指标测度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1）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和FDI都具有正向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都是高-高、低-低聚集，FDI的空间聚集性随时间变化在减弱，而人工智能的空间聚集性则在增强。（2）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是正向作用的，人工智能水平的提高会吸引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以及技术寻求型FDI流入，增加本地区的外资量。（3）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外资流入有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的竞争效应小于集聚效应，形成良性竞争，互利共赢。（4）在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之后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对外资流入的影响作用在中部和西部更明显，都显著为正，且中部地区促进效果优于西部。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为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正向空间相关性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高的省市要深化与周边省市的合作交流，加强知识和技术的共享以及人才的流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市要主动打破地理约束，通过信息平台等途径学习邻省的智能化技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区域合作方案，进而促进人工智能集聚地区的技术溢出。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扶持区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新政策可以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高的省先行先试，然后逐渐推广到其余省，鼓励先进带动后进，实现共同进步。
第二，集中地区资源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补足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短板，加大对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各地区人工智能水平提升后对本地以及邻近地区的招商引资都是有利的，引入的外资还能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FDI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在“引资”的同时还能“引智”，把人工智能培育成外资进入的新引力。
第三，政府需转变发展导向，引导地区间的良性竞争，由量的竞争转变为质的竞争，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利用高质量的外资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要确保外资提量增质，尽可能的发挥FDI外溢效应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人工智能将外资有针对性的引入到高技术行业，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而且政府要抓住人工智能衍生出的新产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可通过流入的外资解决创新创业中的融资问题。
第四，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时注重地区间的差异，政府在制定扶持政策时，可以适当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弥合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数字鸿沟，中西部地区要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契机，增强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信心，稳定东部的FDI，促进区域间发展的协调性。切实推进西部大开发，可以将人工智能作为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进一步补西部的短板，有助于新格局的形成。同时，还应注意到中部地区作为枢纽地的重要性，不断推动中部崛起，以中部地为纽带统筹推进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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